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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求“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善于在“实”“事”“史”“时”

“势”中来求“是”。“实”“事”“史”“时”“势”构成了中国哲学对“是”进行理解和阐释的整体语境。

从“实”“事”“史”“时”“势”来求“是”,体现了中国哲学富于实践性、人文性、辩证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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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可以说 ,哲学就是求“是”的

学问 [ 1 ]40244。这个“是”,在西方哲学本体论传统中 ,

也就是所谓“存在”(英文 Being,德文 Sein) ,在中国

哲学中 ,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实事求是 ”的

“是”[ 2 ]3232359。人们所认识到的自然界的万事万物

都有其“是”。假如一个东西什么都不“是”(连“东

西”都不“是”) ,那它对人来说就不是“存在 ”。在

自然科学领域 ,人们探求各种知识和理论 ,就是要弄

清各种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相互关系等等究竟“是”

以及何以“是”什么。在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领域 ,

人的精神信仰、道德行为、社会体制、政治法律、经济

制度、礼仪习俗等等 ,同样也都有“是”与不“是”的

问题 ,或曰“是非”问题。人们的一切争论 ,归根结

底都是在讨论某个东西、某件事情或某种理论究竟

“是”或不“是”(是或非 )。而哲学就是要从根本上

探究一切自然、社会和精神现象之所以“是 ”其所

“是”之理由 ,或者说就是要探讨或证明一切的“是”

之所以“是”的终极依据。

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执着于“是”这个概

念本身 ,从语言和逻辑上来推演这个“是”,这就等

于是把万事万物之“是”或所谓“存在”(B ing)看作

是一个可以脱离具体的万事万物而存在的抽象的实

体 ( entity) ,是万事万物和一切现象的先天的本质。

他们把这叫做“本体”,并专门对之进行研究 ,遂形

成了西方哲学独特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传统。而中国

哲学却与此大不相同。中国古代哲学 (主要指以先

秦两汉诸子为代表的原生态的中国哲学 )并不曾把

“是”本身看作是个抽象独立的实体 ( entity)或“本

体”( noumenon)。认为在一切所“是”的具体事物和

事件之外还有一个独立抽象的“是”的想法 ,在中国

古代哲人看来恐怕会是奇怪的和不可思议的。然

而 ,中国哲学并非不求“是”,求“是”仍然是中国哲

学的根本的和重要的内容。只是中国哲学家认为

“是”不可能离开所是的具体事物或事件及其相互

关系而独立存在。离开了所是所非的对象及其所处

的背景环境来抽象孤立地谈论“是”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不孤立地、形而

上学地探究这个“是”,而总是在一定的场景和具体

事件中去辩证地探究“是”与不“是”。

《释名·释言语》说 :“是 :嗜也 ,嗜乐之也。非 ,

排也 ,人所恶排去也。”[ 3 ]1132114这说明“是非”总是具

体的人的“是非 ”,离不开人的主观的“嗜乐 ”与

“恶”。可见“是”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理解和阐释 ,

离开了人的理解和阐释 ,也就无所谓“是”。对“是”

的这种阐释学的理解 ,有时还有更为极端的表现 :

“故求是者 ,非求道理也 ,求合于己者也”[ 4 ]180。然

而 ,哲学所求之“是”,绝不能只是一种私人语言 ,一

种完全只是“合于己”而不合于人的东西 ,而应当是

一种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公是”。总体上来说 ,

中国哲学之“是”并非纯粹是因人而定的主观的东

西 ,因为一切的理解和阐释 ,都是在特定背景和主体

与客体间、或主体与主体间的交往环境中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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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定的背景和主体与客体间、或主体与主体间

的交往环境就构成了“是”所赖以形成的客观性基

础 ,就决定了“是 ”不可能是个体的随心所欲的

产物。

上述所谓特定背景和主体与客体间、或主体与

主体间的交往环境 ,在中国哲学话语中可以用五个

字来概括 ,这就是“实”“事”“史”“时”“势”。“实”

“事”“史”“时”“势”都是中国哲学中有重要意义的

概念。中国哲学之“是 ”与“实 ”“事 ”“史 ”“时 ”

“势”的关系非常密切 ,中国哲人总是善于在“实 ”

“事”“史”“时”“势”中来发现“是”,求证“是”。这

一特征深刻地体现着中国哲学的本质 ,凸现了中国

哲学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哲学而存在的

独特价值 ,很值得加以深入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具

体论述“是”与“实”“事”“史”“时”“势”的关系 ,来

说明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一重要特征。

一、“是”与“实”

在主流的中国哲学传统中 ,求“是”往往离不开

求“实 ”。从根本上讲 ,万物的“存在 ”就是一个

“实”,如王充说 :“万物生天地之间 ,皆一实也。”[ 5 ]31

求万物之“是”也就是求万物之“实”。谈哲学之“是

非”离不开事物之“名实 ”,名实淆乱则是非不明。

而在名与实关系上 ,多数哲学家是偏重于“实”,认

为“名生于实”[ 6 ]302
,“名者实之宾也”[ 7 ]24。虽然一

些哲学家也看到“名 ”的重要性 ,看到“名 ”会对

“实”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反作用 ,但总的来说 ,中国

哲学家很少有真正的唯名论者。孔子说 :“觚不觚 ,

觚哉 ! 觚哉 !”[ 8 ]25所谓“觚不觚”,说明“觚”这个东

西到底是不是“觚”,跟这个东西的实体特征是有关

的 ,“觚”之所以是“觚”,是有其实在规定性的 ,并不

是任何一个东西我们都可以叫它“觚 ”。脱离了

“觚”之“实”,就已经不是“觚 ”了 (至于孔子又说

“觚哉 ! 觚哉 !”这又涉及到“是”与“时”“势”的关

系 ,下文再讨论 )。法家讲“循名责实 ”,也是强调

“实”比“名”重要。任何“名”如果最终不能体现为

“实”,则没有意义 ,什么都不“是”。如王充说 :“文

不称实 ,未可谓是也”[ 5 ]31。“名”是而“实”不是 ,就

叫名不副实。名不副实就不“是”。凡“不实”、“失

实”、“背实”、“离实”,都属于不“是”。即使后代一

些哲学家喜欢以抽象的“道 ”“理 ”为依据来求

“是”,但他们也往往会强调“道”“理”的“实然”性 ,

说“理”是“实理”、“真实道理”。如朱熹强调“理”

“便只是实然底道理 ,譬如天地之于万物 ,阴便实然

是阴 ,阳便实然是阳 ,无一毫不真实处”[ 9 ]卷 95。

此外 ,以“实 ”为“是 ”的依据 ,也有“眼见为

实”,重视感觉经验的意思。墨子“三表法”里有一

表就是“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11 ]164。对普通百姓

而言 ,什么“是 ”,什么不“是 ”,说到底以“眼见为

实”。总之 ,对于中国哲学来说 ,“实”是“是”得以成

立的基础和前提 ,是检验“是 ”与不“是 ”的基本

标准。

二、“是”与“事”

“实事求是”一语最早见于《汉书 》卷五十三 :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 ,修学好古 ,实事求

是。”颜师古注曰 :“务得事实 ,每求真是也。”[ 12 ]226尽

管“实事求是”一语出现得不是很早 ,但用此语来表

达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精神还是十分恰当的。

“是”在古汉语中本来是一个指示代词 ,意即“此”或

“这一个”。“求是”就是要通过考察具体的“此事”

或“这一件事”从而得出具有相对普遍意义的“是”

与“非 ”。中国哲学的“求是 ”不脱离具体的“此

事”,“求是”的抽象哲学思维也不脱离具体的直观

考察。《释名·释姿容》说 :“视 ,是也 ,察是非也。”

可见求“是”离不开对具体的“事”的“视”与“察”。

再从哲学的表达方式上来说 ,“是”不仅是从考

察具体的“事”而来 ,而且只有通过具体的“事”才能

得到充分的揭示。所以在哲学思想的表述上 ,中国

哲学家也倾向于用直观的方法以“事”说“是”,而不

是脱离了具体的“事”,用抽象的逻辑和理论体系来

就“是”论“是”。例如在《论语》中 ,“仁”究竟“是”

什么 ? 我们找不到孔子给出的孤立抽象的统一定

义 ,因为孔子总是就着具体的事情 ,针对不同的对象

来说“仁”,而并不是脱离了具体事情 ,仅从逻辑上

来推衍“仁”“是”什么。对不同的弟子 ,对不同的问

题 ,孔子都能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揭示“仁 ”之一

端。这实际上正表明 ,所谓“仁”的“是”,即体现于

平常日用之中 ,体现于具体事件的处理对待之中。

离开了这种平常日用 ,“仁”便什么都不“是”。又如

诸子文章喜欢用寓言故事和比喻来说道理 ,这也是

一种以“事”论“是”的表达方式。

“是”与“事”的关联还表现为中国哲学相对来

说比较重视“事功 ”,以“事功 ”检验哲学之“是 ”。

墨子“三表法”最后一表是要落实于功用 ,“废 (发 )

以为刑政 ,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11 ]164。从中

国哲学的立场来看 ,哲学理论上的根本是非 ,其实跟

现实世界的事务是有关联的 ,否则哲学就失去了意

义。因此哲学之“是”,不可能是完全价值中立、不

带有“事功”考虑的。同时 ,中国古人相信“得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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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必成功⋯⋯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 13 ]183
,

如果不能见成效于“事功 ”,则表明“道理 ”的不

“是”。俗语所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也就是

这个意思。只有在“遛遛”的事情中 ,才能看出骡子

和马的“是”。

三、“是”与“史”

“是”与“史”的关系表现为善于从以往的历史

中来探求“是”,表现为对历史经验的重视 ,对历史

传统的尊重。中国古人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十分尊重

历史依据或所谓“前代故事”的权威性。治理国家 ,

强调要以史为鉴 ;论说是非 ,也喜欢引经据典。

“事”与“史”两个字在字源上是同源的 ;“史”其实

也就是历时性的“事”,是“事”在时间中的延续。通

过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和探讨 ,来“究天人之际 ,通古

今之变”[ 12 ]254 ,也就是要借助前人的已有的实践和

经验来证明“是”,特别是以历史事实来论证社会发

展和政治之“是”。中国古代很少有全盘否定古人

的哲学家 ,恰好相反 ,大多数哲学家喜欢托古 ,通过

对古代文献的创造性阐释来表达新的哲学思想 ,推

动哲学的发展。如先秦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

武”[ 14 ]15
,墨家的崇尚“夏道”,道家推崇黄帝 ,农家

依托神农等等。墨家的“三表法”第一条就是“上本

之于古者圣王之事”[ 11 ]164。先王的政迹和历史传统

成为论证一切哲学原理和政治原则之合法性的重要

依据之一。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史学传统 ,

这种史学传统由孔子开创 ,它不仅只是对历史事实

秉笔直书 ,而且要在其中善善恶恶 ,褒贬是非 ,寄寓

微言大义。所以中国古代像《春秋》、《史记》那样的

伟大史学著作 ,同时也可以说是哲学著作。由此更

形成了作为中国哲学之重要载体的经学传统 ,汉代

的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等 ,都可以纳入这种

广义的经学传统 ,因为它们都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

重新阐释来表达其哲学观念和理论体系的。在这种

阐释中 ,引经据典 ,温故知新 ,继往开来 ,“史”便成

为论证当下之“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参照指标 ,而

“是”也就存在于历史的延续之中。例如儒家的

“道”究竟“是”什么 ? 用韩愈的话来说就是“尧以是

传之舜 ,舜以是传之禹 ,禹以是传之汤 ,汤以是传之

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传之孔子 ,孔子传之孟轲”的那

个东西 [ 11 ]174 ,就存在于历史传统之中。个人的创造

也都是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中的创造。完全脱离历史

传统而自以为“是”的东西 ,在中国哲学史上就不大

可能被公认为“是”。

四、“是”与“时”

“是”与“时”两个字本来就同源同义 ,此时当下

即为“是”。“是”与“时”的密切关系提示着“是”作

为当下此在之理解阐释的性质 ,说明“是”具有时间

性。“时”兼有“时机”、“时代”、“时势”之含义。中

国哲学善于在一定“时”的条件下来谈论“是”,而不

是把“是”看成是可以脱离具体时空而存在的东西。

因此能否“因时宜”、“识时务”也是判断是非的一个

标准。关于“时”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 ,《管子 ·霸

言》篇曰 :“圣人能辅时 ,不能违时 ;知者善谋 ,不如

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

慎守其时 ,以备待时 ,以时兴事。”[ 6 ]143可见政治措施

之“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适“时”。什么是

治国的准绳 ? 管子说“国准者视时而立仪”[ 6 ]388
,商

鞅说“当时而立法 ”[ 17 ]2
,桑弘羊说“异时各有所

施”[ 18 ]61。这都说明治国方法之“是”,是因时而作 ,

因时而化 ,随其事宜 ,不必因袭 ,可以损益。“时”对

个人的“是”同样也很重要。《郭店楚墓竹简》中有

一篇《穷达以时》,就讲到“时”对个人的重要 ,一个

人的德行、才干究竟“是 ”什么 ,都依托于一定的

“时”。一个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处

的“时”,得其“时”,他可能“是”英雄豪杰 ;不得其

“时”,他就可能什么都不“是”[ 19 ]145。总之 ,得时、

适时即是 ,失时、违时则非。

因此中国哲学认为离开了具体的“时”也就无

所谓“是”,求“是”的过程也就包含识“时”。“是”

并非总是绝对的 ,一成不变的 ,往往也会因“时”而

移易 ,故《庄子》书中有所谓“移是”之说 [ 7 ]8052807
,孟

子有名言曰“彼一时 ,此一时 ”[ 20 ]33
,因此彼时之所

“是”未必适用于此时。孔子既已质疑“觚不觚”,却

又妥协说“觚哉 ,觚哉”,说明“觚”固有其作为“觚”

之所“是”的规定性 ,但这种规定性又不是绝对一成

不变的 ,而是可以因“时”而易的。也就是说是可以

“变通 ”的。《易 ·系辞上 》说 :“变通者 ,趋时者

也。”孟子之所以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就是说孔

子善于因“时 ”而定“是 ”;因时定是 ,也就是“时

中”。任何“事”都有具体的“时”,离开了具体“时”

的“事”是不存在的 ;因此 ,“实事求是”也包含“实时

求是”、“与时俱进”的意思。

任何道理、任何理论 ,都要与时俱进。不与时俱

进 ,任何原先的“是”都有可能变成“不是”或“非”。

中国哲学求“是 ”既不脱离“史 ”,同时又必须因

“时”,这两者相互作用 ,使得中国哲人求“是”的思

维活动在古与今、新与旧、继往与开来、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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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形成一种必要张力 ,从而使中国哲学之求“是”

既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 ,同时也不乏创造性和生命

活力。

五、“是”与“势”

老子说 :“道生之 , 德畜之 , 物形之 , 势成

之。”[ 21 ]31在事物成为其所“是”的过程中 ,“势”是一

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管子 ·君臣》篇说 :“夫

水 ,波而上 ,尽其摇而复下 ,其势固然者也。”[ 6 ]174任

何事物或事情其实都有一个“其势固然”的“势”,或

曰必然趋势。“势”就是在特定背景环境下事物发

展的一种客观趋势 ,是一种当下可以感受到的、自然

而然且不得不然的潜在的“是”。它虽然还不是现

实的 ,但却是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势”也指一种

可以借用或可能发生作用的潜在的资源或力量 ,如

《淮南子·兵略训》论述用兵之道有“三势”,即“气

势”、“地势”、“因势”[ 4 ]2592260。“势”对事物的发展和

可能出现的结果有关键的作用 ,因此“因势利导”、

“审时度势”非常重要。哲学的求“是”,也包括准确

地把握这个潜在的却又是固然的“势”。凡在特定环

境局势下“势不可也”、“势莫便也”的理论主张 ,皆属

于非“是”。哲学所求之“是”与“势”的关系 ,一方面

说明“是”不能脱离具体环境下事物发展的必然走向

和势态 ,总是受制于一定的“势”而不得不如“是”;另

一方面 ,正因为哲学之“是”能把握并体现“势”,因而

哲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性。

当然 ,“势”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势”发生

了变化 ,“是”也应随之作出调整。例如贾谊《过秦

论》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 ,而攻守之势

异也 ”[ 22 ]217。到底施仁义“是 ”,还是不施仁义

“是”? 那要看“势 ”。攻守之“势 ”已经发生了变

化 ,还不施仁义 ,就不“是”了。

“实”“事”“史”“时”“势”五者 ,就构成了中国

哲学之“是”的阐释背景或阐释环境 ,或曰整体的语

境。这五个单音词在后代往往也可以组合成一些复

合词 ,如“实事”、“事实”、“史实”、“时事”、“时势”、

“事势”等 ,这些复合词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指称着我

们这里所说的阐释背景或阐释环境。哲学只能在这

种特定的阐释背景或阐释环境中来理解和阐释

“是”,因此“是”总是在一定的“实”“事”“史”“时”

“势”中的“是”。贾谊《过秦论》说 :“野谚曰 :‘前事

之不忘 ,后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 ,观之上古 ,验之

当世 ,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 ,审权势之宜 ,去就有

序 ,变化因时 ,故旷日长久 ,而社稷安矣。”[ 22 ]217这就

是综合参考各种情势 ,在具体阐释背景或阐释环境

下辩证地探求和论证治国之“是”的中国哲学态度。

中国哲学的这种“是”,虽然没有“上帝”或者某种彼

岸的、先天不可知的神秘前提作为其权威性可靠性

的保证 ,但却也因为其综合引证、多重制约、辩证推

论 ,担保了它的正确性、可靠性和权威性。

同时 ,在“实”“事”“史”“时”“势”中求“是”,

还体现了中国哲学在总体上的一些特征 :一是其实

践性 ,注重“实”“事”,重视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 ,而

非局限于纯粹的逻辑和理论思辩。二是其人文性 ,

强调“是”总是人的“是 ”,是人在特定空间和时间

中 ,也即一定背景下的理解和阐释 ,不是脱离了人的

价值论的“是非”来孤立探讨所谓本体论的“是”,也

不是来自上帝或彼岸世界的启示。三是其辩证性 ,

表明“是 ”是在历史和时间中的建构 ,并随“时 ”

“势”而发展 ,并非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理念。

文章写到最后联想到近年学术界讨论的中国哲

学之合法性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说就是追问

中国哲学本身的“是”与不“是”的问题。窃以为对

中国哲学之合法性即中国哲学本身之“是”的质疑 ,

也可以就用中国哲学求“是”的智慧来回答。这个

问题的提问方式似乎假定了某种东西的“是”应该

是先天抽象的并且一成不变的 ,似乎有脱离历史和

现实中存在的事实的中国哲学而去寻求一个抽象的

先在的中国哲学的意味。这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西

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按照中国哲学的求

“是”态度 ,则“是 ”是在“时 ”“势 ”中建构起来的

“事”“实”,无论中国哲学的“是”还是西方哲学的

“是”,或整个哲学的“是”都是历史的而非先验的和

永恒的。如果说中国哲学不“是”的话 ,那就也同样

可以说西方哲学不“是”。而对于当今中国哲学本

身而言 ,更重要的事情似乎是以自己的独特存在这

一事实来证明并且说明自己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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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 i (B eing) in Ch inese Ph ilosophy and Its Rela tion w ith

Sh i ( F ac t) , Sh i ( Even t) , Sh i ( H istory) , Sh i ( T im e) , Sh i ( Trend)

XU Ke2qian
( School of L iteratur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philosophy is to seek for“Sh i”or“Being”. One of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Phi2
losophy is that it seeks Sh i (B ing) throughsh i ( fact) , sh i ( even t) , sh i ( h istory) , sh i ( tim e) , sh i ( trend) , which

constituted the general context of understanding and hermeneutic of Sh i in Chinese philosophy. This also rep resents

the p ractical, humanistic and dialectic featur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Key words: Chinese philosophy; seeking for Sh i; Sh i; being p ractical and realistic; 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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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of the Scand inav ian M odel?
W elfare Reform in the Nord ic Coun tr ies

Peter Abraham s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Postboks 2099, ªster Farimagsgade 5, DK21014 Copenhagen K)

Abstract: The Scandinavian cluster of welfare societies has for many years been considered a realisation of R ichard

Titmussπ institutional redistributive model of social policy. Recent reform s have, however challenged this assump2
tion. The paper sets out to evaluate whether recent major changes in welfare p rovision are merely modifying the

model or whether the Scandinavian states are converging towards some kind of European social model. It is conclu2
ded that besides very many first order changes, such as reducing benefits, a number of second and third order

changes have occurred; i. e.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 and the objective of the welfare states have changed during the

1990 s. The Scandinavian welfare states are still distinct, but less so than a decade or two ago. The new elements

are feature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welfare models at p lay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It is, hence, concluded that

welfare in Scandinavia is undergoing a p rocess of Europeanisation.

Key words: Scandinavian cluster; north Europe; welfare societies; welfare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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